《殷墟甲骨非王卜辭研究》序

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常耀華副教授，1993年作為訪問學者從河南平頂山師範高等專科學校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修習古文字與甲骨學，時任所長的李學勤研究員委託我擔任具體指導，我接受了此項工作。在多年的日常接觸中，始終能感受他一股“晝夜不懈”的學習執著勁。他孜孜鑽研，睿啟悟性，伏案推敲，板凳定力，迎著生活困苦和種種磨煉，寫出了多篇有質量的甲骨文論作。2000年又正式錄取為我的研究生。現在他選了這十多年中精心筆耕的幾篇甲骨研究長文集為一編，要我寫一個小序，我感動於他的學術心性，覺得此書對甲骨學很有推動意義，也便欣然命筆。

書中收入子組卜辭研究、殷墟花園莊東地H3坑甲骨卜辭研究、小屯村北YH251坑與YH 330坑甲骨卜辭研究三文，可以看出他的學術取向，一度專注於以一類或單一坑的甲骨爲研究單位，都是環繞甲骨卜辭的分組分類研究的。這種重視甲骨文研究與殷墟考古原生態分析相結合的“二重證”，是學界重視的地下出土古文字資料與傳世文獻相印證的“二重證據法”的深化，有著甲骨學前沿性和創新性的學術內涵的。以一坑爲單位從事整批卜辭群的總合研究，自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每每成為年輕學子鑽研斯學的極好選題，特別是2003年殷墟花園莊東地H3甲骨文全部刊佈以來，更成為甲骨文研究的熱門趨勢。舉例說，有199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劉學順博士論文《YH127坑賓組卜辭研究》、200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韓國金富賢碩士論文《殷墟E16坑甲骨研究》、2001年臺北政治大學的魏慈德博士論文《殷墟YH127坑甲骨卜辭研究》和2005年所撰《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研究》、2005年首都師範大學的姚萱博士論文《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2006年重慶西南大學李靜、鄧統湘、曾小鵬三人分別以《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的文字研究、句型研究、詞類研究作為碩士學位論文，如此等等。顯然，常耀華碩士1993年以來在此方面的一系列論作，使其成為較早的踐行者之一。
甲骨卜辭的分組分類或以一坑甲骨爲研究單位，除了涉及分期斷代問題，都還聚焦到一個基本命題，就是甲骨卜辭的屬性。通常或把甲骨卜辭分為“王卜辭”與“非王卜辭”（也有稱為“子卜辭”或“子家族卜辭”）兩大類，“王卜辭”是指以商王為占卜主體的卜辭，否則就是“非王卜辭”。但此定義有一個學術規範性的完善過程，特別是隨著一批批甲骨文的地下考古新發現，原先的界說就變得不那麼堅實，故有學者對此命題的定義不斷有所修正（可參見《黃天樹古文字論集》第56－81頁）。
余以為討論甲骨卜辭的屬性，可從殷商王朝的占卜制度和商代社會的占卜風習及生活禮俗兩大方面進行界說。在殷商王朝的占卜制度層面，甲骨占卜通常不由一人貫徹終始，往往由商王和群稱為“多卜”的卜官或朝臣“多君”等分別掌持某個占卜環節，類似《周禮·春官》說的“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大卜掌三兆之法”，“卜師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菙氏掌共燋契”，“占人掌占龜，以視吉凶”，《禮記·玉藻》說的“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多人分司其事。殷商王朝的甲骨占卜的常態，是由卜官系統司掌，時王也直接參與其間並擔當占卜主體，如：“□子，王卜……多卜曰：……若眔……”（《合集》24144），“丙寅卜，[image: image1.bmp]貞。卜竹曰：其侑于丁[image: image2.bmp]。王曰：弜疇，翌丁卯率，若。”（《合集》23805）“丁酉卜，[image: image3.bmp]貞。多君曰：來弔以[image: image4.bmp]。王曰：余其啚。从王。”（《合集》24134）是由王卜或貞人[image: image5.bmp]命龜，卜竹或多君問疑，王辨兆決疑。但很多場合王並不親自主持占卜辨兆的，比較典型的例子，如：“癸亥卜，大、即[貞]，王其田禽。”（《合集》24451）“丁亥卜，大貞。卜曰：其[image: image6.bmp]，[image: image7.bmp]（陳劍博士釋讀為皆，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一輯）[image: image8.bmp]歲自上甲，王气……”（《英藏》1924），占卜者不是王，而是由大、即兩位貞人“異史同卜”，或者由貞人大命龜，卜官問疑。（參見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增訂本下冊第877-896頁）大凡說來，在殷商王朝占卜制度下，卜官系統以王朝大事及王室事務為占卜內容的卜辭，即所謂“王卜辭”屬性所在。
而在商代社會的占卜風習及生活禮俗層面，甲骨占卜是相當普遍盛行的，不但商王族的支裔家族間即所謂“子家族”，抑或異族家支乃至各地方國族落皆然。如山東濟南大辛莊遺址、濟甯張山窪遺址和濟陽劉台遺址出土的晚商甲骨卜辭，以及江西湖口縣下石鍾山遺址出土的晚商甲骨文、陝西周原甲骨卜辭，包括全國商代遺址出土的數不勝數的無字卜甲骨等等，都是其實徵。大量殷墟出土的商王族支裔家族包括若干異族的非卜官系統占卜的卜辭，當即所謂“非王卜辭”屬性所指。“非王卜辭”是商代社會占卜風習盛行的產物，儘管所卜主要為家族和家族個人的事類，但因占卜的主人居住在都城，其家族處在殷商王朝的鼻息支配狀態之下，有的與王室還有或遠或近的親族關係，或多或少參與殷商王朝的事務，故此類卜辭涉及王事活動或祭祀對象出現某些先王先妣的名號也就毋須多怪了。
本書三文通過對子組、花東H3坑、YH251與330坑等幾批“非王卜辭”分析釐訂，追蹤學術研究脈絡，辨析卜法文例，考訂性質年代，梳理貞卜事類，歸納內在特徵，勾勒多個“子”的家族組織和人際關係，達到剖析商代家族形態，瞭解商代社會結構的目的。本書精采隨處可見，而給我印象最深刻的，要有三端：
第一，研究方法論具有很好的操作性，有一定的理論把握。作者對“非王卜辭”人物的判定標準，有感於以往研究存在的卜辭人名與地名判定每多人為因素，提出指實人物的方法有三：一是直接認知法，利用稱謂確定人物地位；二是語法文例推證法，即通過具有役使意義的卜辭句法分析，理清句子的施事、受事關係，藉此來推證卜辭所見人物的關係及其社會地位；三是綜合比較法，即在前兩種方法的基礎上，再進一步將處於相同語法地位的人物歸併在一起，根據身分已經清楚的人物間接考訂處於同一位置的其他人物的社會地位。這樣就避免了“非王卜辭”人物研究中的隨意性和盲目性。作者依據YH251與330兩坑同文卜辭，推導出“王的占卜制度與非王占卜法不一定統一”，第非王占卜亦未必祇由“同一貞人”貫徹終始，“王室‘三甲為一組’占卜制度比較完善，非王並無太多規矩”。這對探索殷商社會多層次的甲骨占卜形態甚有價值。
第二，立論矜慎務實，新說迭見，富有創意。我們知道，子組卜辭主人“子”和花東卜辭的占卜主體“子”分屬兩人，但關於他們的身分，甲骨學界眾說紛紜。書中據四版子組卜辭中祭祀小辛的用牲之豐超過父甲即陽甲等其他父王，否定了“子”為武丁之子或武丁從兄弟之說，認為“子”是小辛之子，武丁從兄弟。對於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子”，作者客觀平實分析了諸說短長，從“稱謂不對”、“地位不符”、“與人倫常理不合”、“與已知商王祭譜不合”等四個方面否定了“武丁太子孝己”之說。針對學界把“祭祀順序”作為解決花東卜辭“子”身分問題的關鍵，指出能夠決定致祭次序的，祇有426例同時具備卜日和祭祀對象日干名兩種要素相一致的“祭譜卜辭”，但細緻排比發現有五分之二的卜辭的是隨機祭祀的，故所謂“祭祀順序”對“子”身分的研究沒有太大意義。作者覈材料觀表像，依情理悟諦的，所得雖不一定必是，但這種實事求是的學術求真精神值得肯定，相信能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
第三，材料功夫精細綿密。本書搜求甲骨材料應了陳垣先生所說“竭澤而漁”的原則，對子組或單坑的甲骨片的出土和著錄情況，重出、全與“不全”包括殘片綴接，無不竭盡搜羅，縷析檢驗。其於YH25l和330兩坑甲骨，是1937年即抗戰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十五次殷墟發掘品，材料發表在《殷虛文字乙編》裏，相關的坑位記錄表，附在董作賓《乙編序》末，又詳細收錄進1992年出版的《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丁編·甲骨坑層之二·十三次至十五次出土甲骨》上下冊。常耀華結合兩坑甲骨出土的殷墟考古原生記錄進行再董理，計其甲骨綴合後得總數228版，然發現原坑位登記號有些混亂，有竄誤彼坑現象，指出兩坑甲骨屬性整齊同一，占卜事類基本為休咎和祭祀兩大類，尚有少量卜年成、房舍建築和生育、擇婚的卜辭。此外，書中“非王卜辭”人物表，不僅具有人物索引功能，同時還具備校重表、綴合表等多重的效用，對於關心這一問題的學者來說是十分受用的。

常耀華的研究成果，已經使其在甲骨學界嶄露頭角，這幾年來他就職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卻仍堅持在甲骨學領地耕耘不輟，2004年11月還應邀赴臺灣出席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舉辦的“甲骨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相信他還會有許多新作，繼續為斯學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我們也極為感謝和讚賞線裝書局劉聰建先生策劃推出一套旨在傳承文明、繁榮古文字研究的《中國語言文字研究叢刊》，納入該計畫系列中的這部不易印製的甲骨文專書的出版，再次體現了對學術研究的傾力支持。本書的問世一定會得到讀者的高度歡迎。
                                             宋鎮豪
                                   寫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
                                     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中心
                                         2007年3月16日
       （原载常耀華著《殷墟甲骨非王卜辭研究》，線裝書局2006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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